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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早期的母亲生活压力 

对其 5 岁行为问题的预测效应：链式中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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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 107 名幼儿及其母亲历时 5 年的 5 次追踪测量, 考察了儿童早期(9~38 个月)母亲生活压力对 5 岁

时儿童行为问题的预测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 在儿童早期, 母亲生活压力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但引起母亲

生活压力的主要生活事件排序有所变化; 儿童早期母亲生活压力对儿童行为问题的作用机制有两种方式：一方面

表现为母亲生活压力对儿童 5 岁时的情绪症状和品行问题的直接效应; 另一方面表现为通过减少母亲积极养育行

为进一步影响儿童情绪症状和同伴问题的间接效应; 此外, 儿童早期母亲生活压力还通过积极养育和儿童努力控

制的链式中介作用对儿童过度活跃和亲社会行为产生影响。结论：母亲生活压力对儿童行为问题具有预测效应, 这

种效应的机制包括母亲生活压力的直接效应以及通过积极养育、努力控制的间接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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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  B844 

1  问题提出 

有关人类早期发育的新研究显示 , 虽然胚胎/

胎儿携带的基因序列可以勾勒出个体发展的框架, 

但在 0~3 岁关键的早期发展阶段, 环境会修饰和改

变在这些框架内的具体发展过程。人类大脑应答并

适应各种早期经历, 从而支持语言、认知、情绪、

社会性能力的获得与发展(Carrano, 2013)。随着《柳

叶刀》杂志的“发展中国家儿童早期发展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系列

专刊(Series 1, 2007; Series 2, 2011)及最新《促进儿

童早期发展：从科学力量到推广普及》(Advancing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From Science to 

Scale, Series 3, 2016)的发布, 来自神经科学、心理

学、儿科学及经济学等学科的学者们都在传递这样

一个理念：良好的生命开端是确保未来可持续发展

的基础(Black et al., 2016; Britto et al., 2017)。 

相反, 低质量的早期养育环境对儿童的发展有

着消极的作用。过去一些学者重点探讨了家庭贫困

(“硬环境”)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他们认为家庭经济

贫困通过两条途径影响儿童的成长(Evans & Kim, 

2013)：第一条是影响养育者的投入, 即贫困的家庭

不能为儿童提供拥有丰富认知刺激的环境, 例如阅

读互动的频率较低、缺少适宜年龄的玩具和教育性

的电子材料; 第二条是影响养育者的回应质量, 即

低收入家庭伴随着更多的争吵, 其养育者采用更严

厉的教养方式(例如体罚), 而不是积极的回应性互

动。但在 21 世纪的中国, 随着改革开放的落实、脱

贫政策的实施, 家庭收入增长较快、物质供给逐渐

丰足, 同时激烈的社会竞争也骤然增长并由此带来

了巨大的生活压力。此时生活压力有可能成为不同

于经济贫困的影响儿童成长的“软环境”。Evans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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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 (2013)认为相对于儿童, 养育者更容易受到生

活环境中压力性事件的影响。母亲是婴幼儿的主要

养育者, 如果母亲体验着高强度的生活压力, 可能会

给儿童塑造一种压力性成长环境, 进而通过多种途

径影响婴幼儿的认知、情绪和社会性等方面的发展, 

导致儿童后期行为问题的发生(Lake & Chan, 2014)。 

母亲生活压力(maternal life event stress)是指母

亲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和体验的压力性事件, 例如

夫妻感情不和、经济拮据、亲人重病、工作学习压

力大、孩子难以照管等。养育者通常面临着两种压

力体验：一是来自生活和工作环境中各种负性事件

的压力, 二是与承担养育职责、抚养下一代直接相

关的压力 , 即养育压力(刘亚鹏 , 邓慧华 , 张光珍 , 

梁宗保, 陆祖宏, 2015)。本研究中的母亲生活压力

正是这两种压力体验的总和。虽然有研究者认为养

育压力与儿童行为问题有着更紧密的联系(刘亚鹏 

等, 2015), 但也有研究者认为婚姻冲突或其他负性

生活事件也会导致母亲养育压力的增加, 并进一步

影响儿童的行为问题(Anthony et al., 2005)。累积情

境风险模型(cumulative risk model)认为风险因素并

不是“各自为营”地对个体产生作用, 而是多种风

险因素彼此之间相互累积和关联, 共同对个体产生

消极的影响(刘旺, 田丽丽, 谈继红, 2015), 例如低

质量的婚姻关系、匮乏的社会支持系统、经济拮据

会增加母亲的养育压力, 母亲的养育压力也可能反

过来降低婚姻的质量、增加对工作压力的感受性

(Hibel, Mercado, & Trumbell, 2012)。因此本研究认

为综合考察母亲生活压力更符合 Bronfenbrenner 生

物生态系统理论(Bioecological Theory)的观点, 更

具有生态学效度(Tudge et al., 2016)。先前的研究主

要关注母亲的养育压力、相对忽视了其他环境因素

(例如经济压力、工作压力、人际关系紧张等)给母

亲带来的身心影响, 因此本研究关注的第一个问题

是在现代社会里引起母亲心理压力的主要生活事

件有哪些。 

国内外大量的研究考察了母亲的养育压力对

儿童行为问题的影响 , 并取得了相对一致的结果 , 

即高养育压力与儿童行为问题正相关, 然而少有研

究关注母亲生活压力对儿童行为问题的预测效应。

母亲生活压力来自各个负性生活事件的累积, 每一

件负性生活事件相当于一个风险因素, Rutter (1979)

最早发现风险因素的个数与儿童行为问题的严重

性呈正相关。风险因素例如贫穷、养育冲突、养育

者的心理问题和父母婚姻不和都会增加儿童对消

极发展结果的易感性(Chronis et al., 2007)。来自生

理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多重负性体验会破坏儿童的

生理系统：Hanson 等人(2015)研究了 128 名经历过

养育忽视、身体虐待、低社会经济地位三种类型早

期负性体验的儿童, 通过与 41 名健康发展的儿童

对照发现早期负性体验可能导致儿童的杏仁核和

海马容量更小, 而行为问题与更小的杏仁核和海马

容量正相关。此外, 已有研究发现母亲在孕期所体

验到的生活压力与儿童气质困难性、行为问题相关, 

甚至对 10 年后追踪评估的儿童学业成就仍有消极

影响(Li et al., 2013)。这类研究重点关注了母亲孕

期经历的多种负性生活事件对儿童发展结果的预

测效应, 多从医学或生理学的角度进行了解释, 但

儿童早期是脑发育和语言、认知等多种能力发展的

关键期(Black et al., 2016), 而尤其以学前期为行为

问题的萌芽和发生阶段(吕勤, 陈会昌, 王莉, 2003), 

故本研究关注的第二个问题是儿童早期母亲的生

活压力是否会对学前期儿童的行为问题具有预测

效应。 

以往的研究表明, 母亲生活压力对儿童行为问

题产生的作用机制可能有两种途径：直接效应和间

接效应。关于直接效应的实证研究集中于养育压力

对儿童行为问题的直接影响(Anthony et al., 2005; 

Crnic, Gaze, & Hoffman, 2005)。这可能是因为：一

方面大部分研究中母亲养育压力和儿童行为问题

都是基于母亲报告的, 具有较高养育压力的母亲倾

向于将儿童的行为评价为消极(Crnic et al., 2005); 

另一方面作为母亲养育压力成分之一的“育儿愁

苦”是一种消极情绪, 儿童的情感安全会直接受到

这种负性情绪氛围的影响, 并导致行为问题的产生

(刘亚鹏 等, 2015)。而更具有生态学效度的母亲生

活压力是否可以对儿童行为问题产生直接效应值

得在本研究中进一步检验。间接效应的实证研究首

先强调养育行为的中介作用, 即母亲生活压力会损

害母亲的积极养育行为、削弱儿童的积极适应, 进

而导致行为问题的发生。积极养育包括母亲对儿童

的生理或情感需求很敏感, 能给予恰当的回应并为

儿童探索环境提供丰富的刺激 , 充当脚手架作用

(Black & Aboud, 2011)。积极养育通过养育者与儿

童的互动直接影响儿童发展, 其作用在于促进儿童

对环境的积极适应、缓解消极发展、保护儿童远离

各 种 身 心 问 题 ( 董 书 阳 , 梁 熙 , 张 莹 , 王 争 艳 , 

2017)。积极养育对儿童的发展有着关键性的保护

和促进作用, 尤其是在儿童生命的早期(Britto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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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Singla, Kumbakumba, & Aboud, 2015)。已有

的研究表明：母亲生活压力越大, 积极养育行为越

少(Lee, 2003; Tan, Camras, Deng, Zhang, & Lu, 

2012)。Lee (2003)通过对 605 对母婴对进行的干预

研究发现, 当母亲经历更多的负性生活事件时, 母

亲更倾向于使用回避型的应对策略; Tan 等人(2012)

通过对 133 名学前儿童及其家庭的研究发现, 在一

系列家庭压力(包括住房拥挤、婚姻不和、经济紧

张和工作压力等方面)下的母亲倾向于形成放纵型

和专制型的养育方式。同时 Lee (2003)和 Tan 等人

(2012)的研究都发现了缺少积极养育对儿童行为问

题的消极影响。 

母亲生活压力的间接效应不仅表现为影响其

自身的积极养育行为, 也可能会表现为影响儿童努

力控制(effortful control)的发展(Gartstein, Bridgett, 

Young, Panksepp, & Power, 2013), 进而影响儿童的

行为问题。努力控制是指儿童抑制优势反应、同时

执行劣势反应的能力。这是一个具有双重属性的概

念, 一方面, 努力控制是一种气质特质, 在一定程

度上是以生物、神经、生理和基因为基础的; 另一

方面, 在某种程度上, 努力控制是亲子关系的产物, 

积极的亲子关系、安全型的依恋关系是儿童形成自

我 调 节 能 力 的 关 键 性 因 素 (Kochanska & Kim, 

2014)。已有的研究发现, 压力性的实验环境会降低

个体 Stroop 任务(努力控制的一种成分的测量方式)

的成绩, 因此研究者推断其他长期性的生活压力源

也会危害到个体努力控制的发展(Gulley, Hankin, & 

Young, 2015)。而努力控制是影响学前期情绪社会

性发展和学业成就的重要变量(Allan & Lonigan, 

2011), 较高的努力控制能够促进儿童适应性行为

的发展, 减少行为问题的发生(Tiberio et al., 2016)。

2~7 岁是儿童调节注意和情绪能力稳步提升的时期

(Sawyer, Millerlewis, Searle, Sawyer, & Lynch, 

2015), 其中学前期是儿童努力控制快速发展的阶

段, 容易受到养育环境的影响, 逐渐打上父母养育

的烙印。积极的养育行为对学前期儿童努力控制的

发 展 具 有 良 好 的 促 进 作 用 (Spinrad et al., 2007; 

Chang, Olson, Sameroff, & Sexton, 2011), 此时努力

控制在养育行为和行为问题之间更可能发挥中介

作用(Tiberio et al., 2016; Chang et al., 2011)。 

综上, 除了直接效应外, 在母亲生活压力和儿

童行为问题之间还可能存在两个中介变量：积极养

育和努力控制。但先前的研究有以下两点不足：第

一, 大部分研究关注母亲养育压力与行为问题之间

的作用机制, 尚缺乏对现代社会中母亲高强度的生

活压力的研究, 母亲压力这一指标在以往研究中未

得到充分关注; 第二, 先前的研究集中于探讨母亲

压力、积极养育、努力控制和行为问题两者或三者

之间的关系, 缺乏在一个更完整的系统下探讨四者

之间的作用机制。因此本研究关注的第三个问题

是：母亲体验到的生活压力通过怎样的途径影响儿

童的行为问题, 是有直接效应、还是通过影响母亲

的养育行为和儿童的努力控制间接影响儿童的行

为问题(间接效应)？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通过与妇幼保健院等合作, 在北京市区招募 6

个月的健康婴儿及其家庭参与研究, 当儿童 9 个月

(T1)、14 个月(T2)、25 个月(T3)、38 个月(T4)、61

个月(T5)时再次参与研究。6 个月时, 总样本量为

106 对母婴对(57 名女孩, 49 名男孩), 在随后的 5

次追踪过程共流失 14 人, 总的流失率是 13.2%。在

儿童 25 个月、38 个月、61 个月时又分别加入 7 人、

2 人、6 人, 故总的被试量是 107 人, 其中女孩 57

名(53.3%), 男孩 50 名(46.7%)。所有的被试至少参

与了一个时间点的数据采集, 对 5 个时间点的主要

变量进行 Little’s 完全随机缺失检验, χ2 = 199.46, 

p = 0.22, 表明所有主要变量的缺失由完全随机缺

失造成。卡方检验结果显示, 参加 5 次研究的被试

与至少参加一个时间点研究的被试, 在被试性别、

父母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上均无显著差异; 在儿

童 25、38 和 61 个月时新加入的 15 人与在婴儿 6

个月时招募的 106 人在被试性别、父母受教育水平

和收入水平上均无显著差异, 因此可以作为同质性

样本纳入本研究。 

T1 时, 被试的平均月龄为 9.75 个月(SD = 0.46); 

T2 时, 被试的平均月龄是 14.30 个月(SD = 0.84); 

T3 时, 被试的平均月龄是 25.14 个月(SD = 1.14); 

T4 时, 被试的平均月龄是 38.33 个月(SD = 1.05); 

T5 时, 被试的平均年龄为 61.08 个月(SD = 0.72)。

母亲的平均生育年龄为 30.84±3.52 岁, 母亲和父亲

受教育水平的中位数均为大学, 母亲月收入的中位

数水平为 3000~6000 元, 父亲月收入的中位数水平

为 6000~10000 元。 

2.2  研究工具 

2.2.1  人口统计学变量调查表 

在 T1~T5 时, 由母亲填写《家庭基本信息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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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其中包括被试性别、月龄、母亲的生育年龄、

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职业类型、收入水平等基本

信息。 

2.2.2  母亲生活事件量表 

改编自杨德森和张亚林(1990)编制的生活事件

量表, 由儿童的母亲在 T1~T4 时报告, 问卷主要反

映母亲因生活事件引起的心理压力情况。量表包括

夫妻感情不好、住房紧张、离婚、爱人离世、与爱

人父母不和、孩子难以照管、生活规律发生重大变

动、工作学习中压力大等 14 项每个母亲有可能遇

到的生活事件, 并需要母亲评价对应的事件的性质

(好事、坏事、中性)、精神影响程度(无影响、轻度、

中度、重度)。国外多使用多重负性生活事件的刺

激强度总分来衡量母亲的生活压力(Li et al., 2013), 

我国学者也采用负性生活事件的影响程度总分来

代表个体承受的心理风险(刘旺 等, 2015)。因此在

本研究中, 参考前人的方法, 全部坏事精神影响程

度之和定义为负性生活事件的累积刺激量, 其值越

大, 代表母亲生活压力越高。在本追踪研究中, 4 个

时 间 点 的 母 亲 生 活 压 力 量 表 内 部 一 致 性 系 数 在

0.88~0.92 之间。 

2.2.3  Alabama 教养问卷学前版(Alabama Parenting 

Questionnaire-Preschool Version) 

该 问 卷 用 于 评 估 父 母 的 养 育 行 为 (Clerkin, 

Marks, Policaro, & Halperin, 2007)。T5 时由母亲填

写, 本研究采用了积极养育维度, 该维度包含 12 个

条目, 例如“当孩子某件事做得好时, 您会拥抱或

亲吻他/她”。每个条目 5 点计分(从 1“从不”到 5“经

常”), 各条目总分分数越高, 积极养育水平越高。

本研究中积极养育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0。 

2.2.4  儿童行为问卷简版 (Children's Behavior 

Questionnaire-Short Form) 

该问卷由 Putnam 和 Rothbart (2006)编制, 国内

董光恒等翻译和修订, 适用于测查 3~7 岁儿童的气

质, 包括外倾性、消极情绪和努力控制 3 个维度。

母亲在 T5 时根据儿童日常行为与题目描述之间的

恰当程度进行 7 点评分, 从“非常不恰当”到“非

常恰当”, 若各条目均分得分越高, 则努力控制水

平越高。本研究中努力控制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8。 

2.2.5  儿 童 长 处 和 困 难 问 卷 (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 SDQ)  

Goodman 编制修订(Goodman, 2001)、我国学

者寇建华、杜亚松和夏黎明(2005)首次引进使用 , 

由母亲在 T5 时评价儿童的日常行为表现, 共有 25

个题, 每道题按 3 点评分, 从“不符合”到“完全

符合”。问卷包含整体困难和 5 个子维度, 5 个子维

度分别为情绪症状、品行问题、过度活跃、同伴问

题和亲社会行为。在本研究中, 各条目与问卷总分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0, 各子维度与问卷总分的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63。 

2.3  研究程序 

在 5 年的长期追踪过程中, 在不同的时间点, 

研究共发放问卷 5 次, 不同问卷其计分方式和应答

方式各不相同。在 T1~T4 时, 母亲在家填写母亲生

活压力量表。在 T5 时, 母亲在家填写积极养育和

儿童努力控制有关的问卷, 在实验室填写行为问题

有关的问卷。 

2.4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 22.0 和 Mplus 7.4 对数据进行分析。

在使用 Mplus 建模分析时缺失值采用全息最大似然

估计(Full Information Maximum Likelihood, FIML)

进行处理, 该方法的优点是能够使用所有观测变量

的全部信息。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问卷均由母亲报告完成 , 因此首先使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 , 因素

分析结果并没有出现只抽取出的一个因子的情况 , 

且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仅为 12.79%, 表明本

研 究 收 集 的 数 据 不 存 在 严 重 的 共 同 方 法 偏 差 的

问题。  

3.2  母亲生活压力的来源统计 

在不同时期, 负性生活事件对母亲造成的心理

压 力 程 度 大 小 与 其 发 生 率 的 高 低 基 本 一 致 。 在

T1~T4 时间点, 发生率较高、并给母亲造成较高心

理压力的生活事件主要有 6 项：“住房紧张”、“工

作学习中压力大”、“本人或亲人重病/重伤”、“与

爱人父母不和”、“孩子难以照管”、“夫妻感情

不好”。值得关注的是, T1 时发生率最高的生活事

件是“住房紧张”, T2、T3 时发生率最高的生活事件

均是“工作学习中压力大”, 而 T4 时“孩子难以

照管”的发生率上升为第一、且对母亲造成的心理

压力为第一, 此时“夫妻感情不好”的发生率上升

至和“与爱人父母不和”相同(第三), 但“夫妻感

情不好”对母亲造成的心理压力高于“与爱人父

母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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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母亲生活压力、积极养育和儿童努力控制、

行为问题的相关分析 

5 次测查的母亲生活压力、积极养育和儿童努

力控制、行为问题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分析见表

1。结果发现, 4 个时间点的母亲生活压力之间呈显

著正相关; 积极养育与各时间点母亲生活压力呈显

著或边缘显著负相关, 努力控制与 T3 母亲生活压

力呈边缘显著负相关; 儿童情绪症状、品行问题、

同伴问题与早期母亲生活压力均呈显著或边缘显

著正相关, 过度活跃与 T1~T4 母亲生活压力相关不

显著, 但这 4 个维度都与积极养育、努力控制呈显

著负相关; 亲社会行为与 T2 母亲生活压力边缘显

著负相关, 与积极养育、努力控制呈显著正相关。 

经 t 检验显示, 各结果变量均无显著的性别差

异; 相关分析显示, T5 时测量的母亲受教育水平和

过度活跃显著负相关, r = –0.33, p < 0.01, 和同伴

问题上显著负相关, r = –0.23, p < 0.05, 和情绪症

状、品行问题、亲社会行为相关不显著, 故在后续

构建模型的过程中控制母亲受教育水平对儿童过

度活跃和同伴问题的影响。 

3.4  母亲生活压力对儿童行为问题的直接效应

和间接效应分析  

根据研究假设和表 1 的相关结果, 将 9~38 个月

4 个点的母亲生活压力合成潜变量(合成潜变量能

够有效控制测量误差), 得到儿童早期的母亲生活

压力, 将 T5 母亲受教育水平作为控制变量, 通过

模型比较构建早期母亲生活压力、积极养育、儿童

努力控制、情绪症状、品行问题、过度活跃、同伴

问题、亲社会行为之间的链式中介模型。为了验证

T5 积极养育、努力控制和儿童行为问题之间的中

介作用关系, 参考 Wu, Liang, Lu 和 Wang (2017)的

分析方法, 构建三种关系的理论模型, 三个模型的

相同点在于母亲生活压力均分别作用于积极养育、

努力控制和行为问题, 不同点在于：Model 1 中, 积

极养育→努力控制→行为问题; Model 2 中, 行为问

题→积极养育→努力控制; Model 3 中, 行为问题→

努力控制→积极养育。尽管三个模型的拟合指数均

在可接受范围(χ2 检验显著性 ps > 0.05, CFIs > 0.90, 

RMSEAs < 0.08), 但采用 Satorra-Bentler 校正的卡

方差异检验进行模型比较发现(Model 2 vs. Model 1

和 Model 3 vs. Model 1), Δχ2
2-1 (10) = 28.65, 

Δχ2
3-1(7) = 29.49, ps < 0.05, 表明 Model 1 的拟合结

果显著优于 Model 2 和 Model 3, 故本研究接受

Model 1 的建模结果, 其拟合指数为 χ2 (31) = 40.51, 

p = 0.12, RMSEA = 0.05, CFI = 0.95, TLI = 0.90, 

SRMR = 0.07。 

根 据 结 构 方 程 模 型 建 模 的 节 俭 原 则 , 删 除

Model 1 中不显著的路径, 比较完整模型与修正模

型发现, Δχ2 (7) = 11.96, p > 0.10, 即删除不显著的

路径后的修正模型与原始模型之间无显著差异, 且

修正模型更为简洁 , 各项拟合指数基本达到要求

(χ2 (38) = 48.13, p = 0.13, RMSEA = 0.05, CFI = 

0.95, TLI = 0.92, SRMR = 0.08), 故报告图 1 所示的

节俭模型。 

模型结果显示：早期母亲生活压力可显著正向

预测儿童品行问题(β = 0.48, p < 0.001), 同时边缘 

  
表 1  母亲生活压力、积极养育和儿童努力控制、行为问题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分析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T1 母亲生活压力 —            

2. T2 母亲生活压力 0.41** —           

3. T3 母亲生活压力 0.46*** 0.61*** —          

4. T4 母亲生活压力 0.46** 0.44** 0.63*** —         

5. T5 积极养育 –0.28* –0.49*** –0.44** –0.25＋ —             

6. T5 努力控制 –0.15 –0.19 –0.25＋ –0.13 0.41*** —           

7. T5 情绪症状 0.27* 0.30* 0.33** 0.26＋ –0.47*** –0.22* —      

8. T5 品行问题 0.25＋ 0.39** 0.31* 0.27* –0.34** –0.30** 0.42*** —     

9. T5 过度活跃 –0.17 –0.01 0.17 –0.06 –0.27* –0.51*** 0.13 0.26* —    

10. T5 同伴问题 0.10 0.50*** 0.33** 0.03 –0.46*** –0.35** 0.34** 0.29** 0.31** —   

11. T5 亲社会行为 –0.04 –0.25＋ –0.11 –0.15 0.31** 0.37** –0.36** –0.28* –0.20＋ –0.22＋ — 

M 1.70 1.70 1.12 1.34 51.13 5.42 1.77 1.95 4.61 1.91 7.09 

SD 2.34 2.92 2.51 2.28 5.57 0.56 1.81 1.21 2.50 1.73 1.89 

注：＋p < 0.10, *p < 0.05, **p < 0.01, ***p < 0.001。下同 

Act
a 

Psy
ch

ol
og

ic
a 

Sin
ic

a



90 心    理    学    报 第 51 卷 

 

 
 

图 1  早期母亲生活压力与儿童行为问题的链式中介模型(删减不显著路径后的节俭模型) 
 

显著正向预测儿童情绪症状(β = 0.33, p < 0.10), 显

著负向预测母亲积极养育(β = –0.52, p < 0.01); 母

亲积极养育可显著正向预测儿童努力控制(β = 0.42, 

p < 0.001), 边缘显著负向预测儿童情绪症状(β = 

–0.25, p < 0.10), 显著负向预测儿童同伴问题(β = 

–0.42, p < 0.001); 儿童努力控制显著负向预测过度

活跃(β = –0.44, p < 0.001), 显著正向预测亲社会行

为(β = 0.35, p < 0.01)。  

由于本研究样本量较小 , 根据研究者的推荐

(温忠麟 , 叶宝娟 , 2014), 本文采用 Bootstrapping 

(重复抽样 5000 次)的方法验证中介效应。模型中的

直接效应包括两条路径：(1)母亲生活压力→儿童品

行问题, 效应值为 0.48, 90%置信区间为[0.22, 0.66]; 

(2)母亲生活压力→儿童情绪症状, 效应值为 0.33, 

90%置信区间为[0.04, 0.64]。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2。结果表明, 早期的

母亲生活压力通过积极养育和努力控制两个中介

变量产生 4 条显著的间接路径影响儿童行为问题：

(1)母亲生活压力→母亲积极养育→儿童情绪症状; 

(2)母亲生活压力→母亲积极养育→儿童同伴问题; 

(3)母亲生活压力→母亲积极养育→儿童努力控制→

儿童过度活跃; (4)母亲生活压力→母亲积极养育→

儿童努力控制→儿童亲社会行为。以上结果表明母

亲积极养育对缓解早期生活压力对学前期儿童的

情绪症状和同伴问题有间接作用, 而母亲积极养育

和儿童努力控制还进一步链式中介了母亲生活压

力对儿童过度活跃和亲社会行为的作用。 
 

表 2  母亲生活压力对儿童行为问题的影响路径分析表 

路径 90%置信区间 效应值

直接效应   

母亲生活压力→品行问题 [0.22, 0.66] 0.48 

母亲生活压力→情绪症状 [0.04, 0.64] 0.33 

间接效应    

母亲生活压力→积极养育→情

绪症状 
[0.03, 0.35] 

 
0.13 

 

母亲生活压力→积极养育→同

伴问题 
[0.08, 0.40] 

 
0.22 

 

母亲生活压力→积极养育→努

力控制→过度活跃 
[0.03, 0.20] 

 
0.09 

 

母亲生活压力→积极养育→努

力控制→亲社会行为 
[–0.18, –0.02]

 
–0.08 

 

 

4  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历时 5 年的追踪数据进行分析, 

发现现代城市母亲的生活压力具有相对稳定性, 儿

童早期的母亲生活压力对儿童行为问题的作用机

制表现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对不同的行为问题

(品行问题、情绪症状、过度活跃、同伴问题)和亲

社会行为的作用路径不同。下面针对以上结果展开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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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儿童早期母亲生活压力的相对稳定性 

在此次历时 5 年的 5 次追踪测查中, 本研究发

现在儿童早期, 母亲的生活压力呈现出相对稳定性, 

具体表现为以下因素会长期稳定地影响母亲感受

到的生活压力：“住房紧张”、“工作学习中压力

大”、“本人或亲人重病/重伤”、“与爱人父母不

和”、“孩子难以照管”、“夫妻感情不好”。从

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 由生活成本高导致生活

压力大是城市生活的显著特点。随着物价房价持续

上涨和孩子的出生, 住房紧张成为许多城市家庭面

临的主要难题。从工作学习的角度来看, 在互联网

时代, 信息技术更新迅速, 迫使年轻的父母需要不

断地学习深造, 适应竞争日益激烈的工作环境。在

中国妇女杂志社和华坤女性生活调查中心公布的

《第 12 次中国城市女性生活质量调查报告(2016 年

度)》中, 针对已婚女性的调查显示, 86%以上的女

性有工作压力, 其中 57%以上的女性感到工作“压

力大”, 并且工作压力呈现城市与城市间的差异：

生活在一线城市的母亲感到工作压力大的比例更

高。从环境变化的角度来看, 近几年来环境污染的

影响日趋严重, 对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和身体素质

产生严峻的考验, 老年人和婴幼儿都是空气污染暴

露下的易感人群, 发病反应快速, 加剧了城市母亲

的生活压力和心理焦虑。此外, 从共同养育的角度

来看, 为了分担城市生活的经济压力, 父母双方都

参与工作, 因此形成了一种普遍性的祖辈参与儿童

日常看护的现象, 由此引发的共同养育冲突会导致

已婚女性与爱人父母关系更为紧张。从母亲的角色

特点和儿童的发展特点来看, 虽然有祖辈参与共同

养育, 但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母亲仍是婴幼儿

的主要养育者, 在参与职业工作的同时, 还承担着

养育婴幼儿的大部分日常事务, 而婴幼儿时期是儿

童自我意识发展的飞跃阶段、并出现第一个反抗期, 

因此“孩子难以照管”成为儿童早期母亲生活压

力的主要方面之一。 

在本研究中, 相对于 9~25 个月, 38 个月时“孩

子难以照管”、“夫妻感情不好”的发生率和对母

亲造成的心理压力程度均上升,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

儿童 3 岁以后刚进入幼儿园, 儿童和母亲都会产生

分离焦虑, 这两种分离焦虑相互影响, 呈现出正相

关的关系(Peleg, Halaby, & Whaby, 2006), 因此此

时母亲报告更高的心理压力, Peleg 等人还发现职

场妈妈的孩子在适应幼儿园方面有着更大的困难, 

由此造成母亲更大的生活压力。此外, 儿童的出现

是影响父母婚姻幸福感的一个风险因素, 随着家庭

成员的增加, 夫妻都面临着更为紧张的经济压力以

及更为繁重的家务, 当孩子入园后, 夫妻可能还会

面临教育理念上的分歧, 由此更可能导致夫妻关系

不和(Tsang, Harvey, Duncan, & Sommer, 2003)。迄

今为止, 国内尚没有针对儿童早期母亲生活事件的

追踪研究, 因此本文对儿童早期母亲生活压力的研

究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4.2  儿童早期母亲生活压力对其行为问题的直

接效应 

本研究表明母亲生活压力越高, 儿童越容易出

现情绪症状和品行问题。首先, 母亲经历的负性生

活事件越多, 影响自身心理健康水平的风险因素也

越多, 长期处于高度生活压力的母亲会产生更多的

抑郁和焦虑情绪, 营造出消极家庭氛围。而儿童与

生活压力大的母亲长期相处, 受其消极情绪氛围影

响的时间较长, 造成儿童长期处于高水平的应激状

态。这种状态危害儿童的情感安全, 使儿童产生焦

虑、紧张等情绪症状, 在不安全感的影响下, 儿童

的性格倾向于向胆小退缩(overcontrol)或者高攻击

性(undercontrol)发展(申小娜, 2008)。一项元分析研

究发现相对于过度活跃等外显行为问题, 儿童的情

绪症状等内隐行为问题与母亲的风险因素相关更

强(Connell & Goodman, 2002), 因此更容易受到母

亲生活压力直接的消极作用。本研究结果也支持了

Chang, Shelleby, Cheong 和 Shaw (2012)的发现, 通

过对 310 名学前儿童开展追踪研究, 他们发现面临

由贫困、住房紧张、父母感情不和、母亲抑郁等因

素组成的较高累积风险因素时, 负性情绪较高的儿

童其情绪失调情况较为严重。另一方面, 在生活压

力大的家庭中, 儿童正常合理的物质要求或情感需

求得不到满足 , 心理容易陷入不安全及失落状态 , 

从而引发偷盗、说谎等品行问题(孙灯利 等, 2016)。 

4.3  儿童早期母亲生活压力对其行为问题的间

接效应 

在本研究中, 早期母亲生活压力的间接效应首

先表现在通过减少母亲的积极养育行为而增加儿

童的情绪症状和同伴问题。当母亲经历更多的压力

性生活事件时, 母亲的抑郁水平有潜在增加的风险, 

此时较难激发母亲继续表现出积极养育行为(Lee, 

2003)。生活压力较高的母亲, 与积极养育有关的卷

入程度较低、敏感性低, 反而倾向于使用粗暴、严

厉的方式教育孩子, 而惩罚养育或者消极养育会导

致儿童行为问题的增加(Tan et al., 2012)。最近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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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对高风险家庭儿童的研究也发现, 缺乏积极养育

会增加儿童的焦虑、抑郁等情绪症状(Howell et al., 

2016)。而对儿童同伴问题的保护作用来看, 安全的

亲子依恋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当母亲生活压

力较高时, 焦虑抑郁的母亲没有足够的精力或耐心

去满足和回应儿童的情感需求, 积极养育行为减少, 

母亲的温暖回应和敏感性缺乏, 威胁到了儿童安全

型依恋关系的形成, 不安全型依恋会让儿童难以建

立信任的人际关系, 导致儿童缺乏社交能力。郑信

军和岑国桢(2006)认为处于消极养育情况下的儿童

在同伴交往中缺乏主动性, 他们较难成为受欢迎者, 

也更可能被同伴所拒绝。 

其次, 早期母亲生活压力的间接效应也表现在

通过减少积极养育而影响儿童自我调节能力的发

展 , 导致儿童过度活跃的增加和亲社会行为的减

少。积极养育能够引导儿童调节自己的负性情绪、

促进儿童努力控制的发展(Chang, Shaw, Dishion, 

Gardner, & Wilson, 2015)。一项针对 3~3.5 岁幼儿

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 即母亲的积极养育行为能够

提 高 儿 童 的努 力 控 制 能力 (Lengua, Honorado, & 

Bush, 2007), 类似的, Shelleby 等人(2012)也发现, 

提高积极养育行为, 能够显著提高儿童的行为控制

能力。本研究的结果也支持了前人的这些发现。但

是早期母亲生活压力作为风险因素, 会损害母亲的

积极养育行为 , 使儿童努力控制的发展受到影响 , 

努力控制能力发展不良的儿童在遇到环境中的刺

激时, 不能有效抑制自己的冲动和调节自己的行为, 

常表现为注意力不集中、过度活跃的症状(Olson, 

Sameroff, Kerr, Lopez, & Wellman, 2005)。婴幼儿努

力控制的发展与其大脑皮质抑制机能的逐渐完善

成熟密不可分。然而, 当婴幼儿长期处于较高的母

亲生活压力氛围时, 早期过多的负性体验会影响儿

童大脑的发展, 是否进而导致脑的抑制功能不足、

引起过度活跃的行为也值得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此

外, 本研究还发现母亲生活压力对亲社会行为的作

用路径只有积极养育→努力控制的链式中介显著。

这一结果与 Bae 和 Lim (2012)对 3~5 岁儿童的研究

类似, 即当同时考虑努力控制、积极养育的影响时, 

幼儿努力控制对亲社会行为具有更直接的正向预

测作用, 而积极养育则通过努力控制而影响儿童的

亲社会行为 , 研究者解释为亲社会行为的发展需

要幼儿先有更好的认知能力 , 而努力控制的发展

能够帮助幼儿从关注自己转移到关注他人、产生

共情。 

4.4  研究的不足与意义 

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通过对婴幼儿时期母亲

生活压力进行 4 次的追踪测查, 探讨了母亲所经历

的生活压力对儿童行为问题的预测效应, 与只考虑

母亲养育压力相比, 本研究所考察的母亲压力更具

有生态学效度。但本研究也存在几点不足：第一, 被

试样本量较小, 且大多取自北京市区社会经济地位

较高的家庭, 将本研究结果推广到其他地区和其他

社会经济地位的母亲群体时仍需谨慎。第二, 由于

追踪设计中人力物力等方面的原因, 对中介变量和

因变量的收集没有考虑到时间序列的问题, 因此在

进行因果推论时需慎重。第三, 本研究没有考虑多

个时间点的母亲生活压力对儿童发展的交互效应, 

在今后的研究需结合更多的分析方法, 如一些纵向

数据建模方法。第四, 本研究的变量均采用问卷法

测量, 虽采用程序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共同方

法偏差, 但仍有可能受其影响, 故未来的研究需采

用实验任务与问卷相结合的方法来进一步验证本

研究的结果。 

尽管存在以上不足, 本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实

践意义：研究结果提示我们, 在实施干预时, 应该

对危险因素(母亲生活压力)和保护因素(积极养育

和努力控制)的作用予以同样的重视, 即既要采取

措施缓解母亲生活压力(例如改善夫妻婚姻质量、

改善员工学习机会、减少工作压力、完善社会支持

系统的建设等), 又要注意提高母亲积极养育的能

力和技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母亲生活压力可以

直接造成儿童的品行问题, 这需要引起全社会的关

注, 倡议推行关爱母亲行动, 即关注儿童早期的发

展, 不仅要关注儿童个体本身, 还要关注为儿童营

造良好环境的母亲, 母亲经历的生活环境和由此引

起的心理环境也是影响儿童发展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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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primary caregiver, mothers have the most frequent interactions with children and display the most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children’s development. If mothers experience intense life event stress, they may cre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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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ressful environment for their children’s early development. Living in such a developmental environment 

raises children’s risk of behavior problems in later childhood. Regarding the predictive effects of maternal stress 

on child outcomes, two compensatory models are differentiated in previous research: one is the direct effect 

model, which emphasizes on the direct impact of parenting stress on children’s maladjustment; and the other one 

is the indirect effect model, which focuses on the mediating roles of parenting practices and child self-regulation 

in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parenting stress and child behavioral problems. However,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urban mothers face different sources of stress in their daily life. Maternal life event stress represents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ecologically-validated assessment of maternal stress in the modern China, than 

maternal parenting stress assessed solely. But it is still unclear that whether those models about parenting stress 

are applicable to maternal life event stress. Based on Bronfenbrenner’s bioecological theory, we focused on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f maternal life event stress throughout infancy and toddlerhood on child behavioral 

problems at preschool in this longitudinal study. Three research questions were examined: 1) Which life events 

are the main stressors for urban mothers during their children’s infancy and toddlerhood periods; 2) Does 

maternal life event stress in these periods exert a long-term direct effect on preschoolers’ behavioral problems; 3) 

Does maternal life event stress also impact preschoolers’ behavioral problems through parenting practices and 

children’s self-regulation? 

107 families (50 boys and 57 girls) were recruited from the local communities and child care clinics in 

urban areas of Beijing. During this five-year longitudinal study,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to the mothers at 

five waves of assessments. At 9, 14, 25, and 38 months, data on maternal life event stress were collected through 

maternal reports on the Life Event Scale. When children were 61 months, mothers rated children’s behavioral 

problems and prosocial behaviors by the 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 and child effortful control by 

the Children’s Behavior Questionnaire-Short Form, and reported their positive parenting practices on the 

Alabama Parenting Questionnai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ost frequent negative life events included housing shortage, stress from work 

and studying, family members being seriously ill or injured, problems with spouse's parents, difficulty with 

caring for the child, and low quality in marital relationship. Although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the 

maternal life event stress at the adjacent time points were moderate, the top ranked stressor varied slightly when 

children were at the different ages. At 9 months, housing shortage ranked the highest, whereas at 3 years old, 

difficulty with caring for the child ranked the highest, and the stress from low quality in marital relationship rose 

up. Furthermor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showed that maternal life event stress across 9 to 38 months 

impacted children’s behavioral problems at 61 months in two ways. First, there were direct effects of maternal 

life event stress on preschoolers’ emotional symptoms and conduct problems. Second, the indirect effects 

included that the indirect effect of maternal life event stress on preschoolers’ emotional symptoms and peer 

problems through maternal positive parenting practices, and the chained mediating effect through maternal 

positive parenting practices and then child effortful control between maternal life event stress and preschoolers’ 

hyperactivity problems and prosocial behaviors. 

This study indicated two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maternal life event stress throughout early development 

on preschoolers’ behavior problems, including the direct influence and indirect influence through positive 

parenting practices and child effortful control. These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children’s development was 

impeded in an early developmental environment where mothers were suffering from the stresses of intense 

negative life events, particularly for children’s emotional regulation and behavioral conduct. Besides, the 

alternative indirect mechanism has also been found that positive parenting practices and child effortful control 

were disrupted by maternal life event stress, which, in turn, increased children’s risks of attentional deficit 

symptoms and antisocial behaviors. The current study, thus, provided the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non-negligible harm to children’s adjustment from maternal life event stress in early childhood. Overall, 

maternal life event stress might increase the risk of behavior problems. This alerts u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identify the high-risk families in the community samples and conduct effective intervention as early as possible. 

Key words  maternal life event stress; behavior problem; positive parenting; effortful control; preschoo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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